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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贵州明清两代诗歌，许多人都知道
《黔诗纪略》，若进一步追问，关于《桐梓诗
略》《播雅》《黔诗纪略后编》，大多数人就茫
然不知了。实际上，《桐梓诗略》《播雅》与
《黔诗纪略》算得上是郑珍、莫友芝等人编纂
《遵义府志》的“副产品”，《黔诗纪略后编》与
《黔诗纪略》则是“姊妹篇”，这四部诗歌总集
背后讲述的则是两代贵州人的文化守护与
传承。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月，遵义知府
平翰聘请郑珍、莫友芝纂修《遵义府志》。纂
修志书，需要搜集大量一地资料，而“艺文”
（记述、歌咏一地的诗文）是志书的重要组成
部分。因此，在编修《遵义府志》中，郑珍、莫
友芝等人收集了大量遵义乃至贵州前人的

“艺文”资料。此次修志，赵旭（字晓峰，桐梓
县人）以生员身份担任采访，专门搜集桐梓
县资料。这一年，赵旭18岁，精力旺盛，好
搜集古籍与游历，不畏辛苦，网罗搜集的资
料“视他县为多，而晓峰意未歉也”（郑珍

《〈桐荃〉序》），故而深得郑珍、莫有芝赏识。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在众人努力下，
《遵义府志》终于付梓刻印。也是在这之后
几年中，赵旭完成了辑录桐梓县籍前人诗歌
的著作《桐梓诗略》（又名《桐梓耆旧诗
略》）。可惜后来因战乱，《桐梓诗略》原刊刻
本被毁，在其子赵彝凭努力收集下，才得以
保存一部分，是为《桐梓耆旧诗抄》。当然，
这些都是后话。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秋，赴京参
加会试，大病未死、侥幸得归的郑珍在遵义
郡城见到了莫友芝、赵旭，内心有无尽的话
要与好友诉说。三位文人再次相聚，除了
闲谈叙旧，自然也少不了饮酒赋诗。席间，
赵旭将新完成的《桐梓诗略》和《桐荃》出
示，请两位好友删订、作序。郑珍作《赠赵
晓峰旭》，赞叹赵旭之才与收集前人诗作之
功（“九原若可作，耆旧应敢拜。晓峰新辑

《桐梓诗略》《桐荃》二种”）。莫友芝也作
《次子尹韵赠晓峰》，回忆三人共修《遵义府
志》事，赞叹《桐荃》和《诗略》之功（“示我

《荃》与《略》，一一导厥脉。夜郎弹丸地，汉
使早可喝。晓峰于《桐梓诗略》外复撰《桐
荃》，补正新志遗误”）。

看到好友新近完成的著作，郑珍想起了
自己已完成却没有来得及审订、出版的《遵义诗钞》。《遵义诗钞》是辑录
遵义府明清两朝前人所作诗歌的著作，郑珍在《〈播雅〉序》中自述，其“束
发来”（十五岁以来），就从“郡中文献”留心辑录，“久乃粗分卷帙，名曰
《遵义诗钞》”，惜无钱和没闲（“无资，且不暇”），已经压箱底很多年（“弆
箧衍有年矣！”）。于是，郑珍进一步坚定了完成这部著作的决心，同时也
加快了完成的脚步。清咸丰二年（1852年），郑珍将完成的《遵义诗钞》初
稿，出示给自己的表叔、曾担任湖北布政使正赋闲贵阳的唐树义（字子
方）。唐树义勉励郑珍完成这一著作，并答应资助出版。次年，郑珍“尽
出前钞，重加去取”，命其儿子郑知同抄写定稿，更名《播雅》，请唐树义作
序并付梓刻印。至此，收录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至清咸丰三年
（1853年）252年间，220人2038首诗作的巨著《播雅》面世。

而莫友芝内心也早有辑录贵州明朝以来名家诗作的想法，但苦于一
人之力、资料难以收集。对此，莫友芝在为郑珍《播雅》作的序中就说“向
者，友芝尝欲取贵州自明以来名能诗家之制为一帙……夫诸老最著者，
而友芝搜求，已难如此，而吾子尹二十余年不遗余力以成此编也，可知
矣！”因此，1853年，当赋闲贵阳待归草堂的唐树义决定“采黔人诗歌荟萃
成编”，将明代诗人诗歌部分交由莫友芝搜集辑录时，莫友芝欣然答应了
下来。莫友芝在潘文炳（黔西人）及门人胡长新等协助之下，“旧录新采”
（莫友芝《致唐子方书》），次年就完成了一个收录有216人30卷的初稿。
后来经数次增补删订，到清同治十年（1871年）九月才最终定稿审定，而
莫友芝却在此时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溘然离世。最终，《黔诗纪略》在其
儿子莫绳孙整理、唐树义之子唐炯资助下，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刊
刻成书。

唐树义“采黔人诗歌荟萃成编”，由莫友芝辑录完成明代部分，而清
代部分则交给了郑珍的内兄黎兆勋。黎兆勋是黎恂的长子，常与郑珍、
莫友芝交往，三人被清朝著名藏书家潘祖荫评为“西南三子”。可惜，黎
兆勋辑录的稿子因战乱“稿尽亡失”，后来由其侄子黎汝谦、莫友芝的弟
弟莫庭芝、贵阳人陈田继续完成，并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付梓刻印，是
为《黔诗纪略后编》。

《桐梓诗略》《播雅》《黔诗纪略》与《黔诗纪略后编》，都是辑录前人诗
歌的总集，前两部是辑录一县一郡的诗歌选集，后两部则是分别辑录贵
州明、清两代诗歌的著作。四部文学巨著看似独立，实则有一定承袭，从
辑录桐梓一县前人诗歌到遵义一郡，再到贵州一省之诗歌，体现的是贵
州文人由点及面、接续奋斗的努力与付出。而且四部著作体例相同、篇
幅宏巨，都是“人系以传，传纬以事”（先为作者作传，再附录诗）。收录诗
作方面，除了《桐梓诗略》是辑录一县的诗作、篇幅较少外，《播雅》收录了
220人2038首诗，《黔诗纪略》收录了241人2406首诗，《黔诗纪略后编》
收录了421人2000余首诗；并且作者的初衷相同，都是为了搜集保存一
地之文献，背后蕴含的是郑珍、莫友芝、赵旭、黎兆勋等为代表的父辈与
郑知同、莫绳孙、赵彝凭、黎汝谦等子侄辈为保存贵州文献、以供后人研
究做的极大努力。

正如唐树义评价郑珍的《播雅》一样“白非子尹网罗捃拾，发扬光耀，
则旷历年载，什九零落。后虽有心者穷加搜索，即姓字且不能举，奚有于
名章秀句之纷纶简册也哉！”若非前人穷搜极讨、采访整理贵州诗歌，为
贵州文化守护与传承极尽努力，后人能否看得到贵州历史上如此多的诗
词、在文学上如此显著的成就是很难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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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故事

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国家
银行发行的贰
角纸币。

红色故事

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国家
银行发行的伍
分纸币。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
开，史称“遵义会议”。鲜为人知的
是，红军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还
在遵义开展了一场较为隐蔽且意
义深远的“金融战”。这场“金融
战”成为我党领导金融事业的早期
成功实践,也充分展现了我党深邃
的金融思想和丰富的金融智慧。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1932年2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
（下称国家银行）成立。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第
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退出中央
革命根据地。国家银行与财政部
一起编入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由
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袁福清任大
队长，毛泽民任政委，率领全大队
人员以及约200名运输队员，挑着
国家银行（中央金库）尚存的银圆、
国币、金子和一些首饰、珍宝，以及
印制国币的机器、材料等共一百余
担，被誉为“肩挑的银行”，在一个
警卫连的保护下，从瑞金出发踏上
漫漫征途。沿途不仅要确保安全，
还要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为红
军筹款筹粮筹必要物资，任务艰巨
而繁忙。

1935年 1月，肩挑着国家银
行重担的第十五大队，随中央军委
纵队进入遵义城。由于长征途中，
红军的财政经费已所剩无几，中央
红军进入遵义后，为使部队给养尽
快得到补充和休整，第十五大队和
中央没收征发委员会的同志们一
起，立即通过没收、征收土豪劣绅
和奸商的非法财产等方式，充实银
行基金、解决军费来源等问题，并
在城内开展了一系列商业活动，进
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货币发行和
回笼工作，在遵义历史上留下了光
辉灿烂的一页。

由于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负面
宣传影响，当时的遵义城内，大多
数商家关门停业。为使急需补充
给养的红军能买到所需物品，时任
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登门拜访遵
义知名人士刘伯庄，向他讲述中国
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红军北上抗
日的道理，请他出面动员各商号开
门营业，确保红军能以所携带的国
家银行临时发行的苏维埃纸币（即
群众所称的“红军票”）按市价支付
所购物品。

在刘伯庄等人的动员、帮助
下，商店纷纷开门营业，红军买到
了生活必需品，一些商店老板还积
极筹集布料供红军赶制服装。解
决了红军所需物资的购买问题后，
毛泽民又带领大家投入到组织没
收官僚军阀财产、分发给穷苦人民
的工作中。

遵义当时经济、商业比较发
达。红军抵达遵义后，随即截获并
没收了当时黔省主席王家烈经营
之价值几十万元的盐行和向上海
南洋烟草公司定购的价值5万元
的香烟。除留盐及香烟一部分在
遵义、桐梓两城发给贫民外,其余
在市场出售。

当时，烟、酒、茶、盐、棉布等商
品均实行专卖，尤其是食盐被以昂
贵的价格出售，致使许多百姓买不
起盐。对此，毛泽民提出将“红军
票”与售卖香烟和食盐挂钩，实行
优惠政策以促进货币兑换。

国家银行发行的钞票是从中
央革命根据地带出来的，有伍分、
壹角、贰角、伍角和壹圆 5 种面
额。票正面上端有“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国家银行”字样，面值下方左
右有毛泽民和邓子恢签名，下端印

“凭票X张兑换银币壹圆”，票面四
角花符圆圈内有面值文字。

当时，国家银行在遵义各处设
立兑换点，堆放银圆、食盐和香烟
等实物，让群众按优惠价兑换国家
银行发行的“红军票”。

国家银行按照毛泽民的思路，
一面将红军票与稀缺商品挂钩，既
促进流通，又迅速建立信誉；一面
将没收的大量食盐之一部分廉价
公开出售，一部分发给穷人，为发
动群众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另外，红军在遵义期间，之所以商
店都照常营业，皆因“红军票”一律
按日兑现。还由于价格公道，群众
兑付“红军票”的积极性迅速提升。

遵义是红军长征以来唯一正
式发行苏维埃纸币的地方。国家
银行在遵义发行货币时，依旧沿袭
长征开始前，各根据地以银圆为本
位币的既有制度，将红军票与银圆
挂钩，按照1元“红军票”兑换1.2
银圆或7斤食盐的比价，形成一定
程度的银圆本位币制，从而建立起
群众普遍接受的信用方式。

据时任国家银行业务处处长曹
菊如回忆：“遵义是长征途中苏维埃
国家银行唯一发行纸币的地方。银
行工作人员除参加没收征发、保管
分配工作外,10天里主要是紧张地
进行纸币的发行与回笼货币的活
动。因为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既
可买到市场上很缺的食盐，又可兑
成现洋，所以大家争要‘红军票’，商
店齐开门，军需品得到补充。”

关于在遵义期间使用“红军
票”一事，据时任国家银行工作人
员钱希均在《忆泽民同志两次过遵
义》中记载：“本来，从江西出来时
有个规定，沿途不准使用苏区纸
币。但到遵义后，情况起了变化，
准备在此建立根据地。因此，国家
银行发行了苏区纸币，面值与光洋
相等。为提高苏区纸币信誉，我们
卖食盐专收苏区纸币。”

红军在整个长征途中，严明组
织纪律，坚持公平买卖，凡取用群
众的粮食、物品都务必留下银圆或
借条。红色政权和红军队伍信用
的增强，有力提升了红色货币的流
通信用。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陆
续撤离遵义。为使群众利益在红军
离开后不受损失，在撤离前夕，国家
银行开展了紧急货币回笼工作，除
在红军各驻地闹市区张贴布告，设
兑换处，用食盐、布匹、米、谷、香烟
等物资和银圆换回民众手中的“红

军票”外，还在遵义繁华的万寿桥
（新华桥）、丁字口、狮子桥等地，增
设6个临时兑换点，又在周边驻有红
军部队的桐梓、绥阳、鸭溪、团溪、龙
溪、余庆、湄潭等地设19个兑换点。
凡持有“红军票”的单位和个人，均
可到各兑换点兑换，将发放的“红军
票”基本上收回，大大提高了“红军
票”的信誉度。

据钱希均《忆泽民同志两次过
遵义》中记述道：“我们要撤走了，
但还有部分纸币在老百姓手里未
收回，林（伯渠）老和泽民商量，必
须兑回这部分纸币，否则红军的声
誉要受到影响。于是组织了几个
临时兑换处，用光洋、食盐兑回我
们的纸币。兑换工作进行了好几
天，估计红军纸币基本上全收回了
才撤离遵义。”

长征途中，国家银行在遵义发
行、回笼苏维埃纸币的做法，既活
跃了市场，保障了红军供给，又维
护了苏维埃纸币的信誉，保障了群
众的利益，因而留下了很好的印
象。对于当年少数来不及兑换的

“红军票”，也于1950年12月由中
国人民银行遵义支行以0.15元人
民币兑换1元“红军票”的兑换率
收回。如今还能保存下来的“红军
票”，已是凤毛麟角，成为见证伟大
长征的珍贵革命文物。

国家银行在遵义的12天内，
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以惊人
的效率和高超的智慧，顺利完成货
币的发行、流通、回笼等艰巨任务
后撤离遵义。在土城青杠坡战斗
后，为摆脱敌军追击，轻装一渡赤
水河，又毅然将携带的铜币全部扔
掉，烧毁部分纸币，将银圆分散给
红军战士背着走。当年2月，红军
二渡赤水再占遵义过程中，烧毁大
部分纸币，将所有的印刷和造币机
器全部沉入赤水河。

1935年11月下旬，国家银行
抵达瓦窑堡后，改称为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林伯
渠兼任行长、曹菊如任副行长，毛
泽民改任国民经济部部长。1936
年底，国家银行随红军主力转移至
陕甘宁根据地，开启了新一轮红色
金融建设。

长征期间，银行工作人员肩挑
着整个部队的资财，以坚强的革命
意志，克服征途中的千难万险；以
坚定的革命信念，圆满完成了党交
予的重要任务；为红军长征的胜利
作出了不朽贡献，谱写了我党领导
金融工作的光辉篇章。

长征中国家银行
在遵义的成功运作实践

■李性刚


